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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小农户与商品经济的互动 

---以清末民初江西寻乌农村为个案 

温锐   邹雄飞   陈涛 

【摘 要】长期以来，传统中国农村的家庭小农户经济“被静止”为阻碍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小农经济”

或“自然经济”。然而，解读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等史料，清末民初寻乌农村的家庭小农户，借助遍布于城乡的

墟镇与商道，将自己的农业生产，多元兼业与打工经商，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融入于市场与商品交换平台，

农民的身影在市场网络中则是随处可见。因此可以说，家庭小农户经济与当时水平的商品市场实已融为一体，可谓

是“须臾难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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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农村改革实践和学界对于家庭小农户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入，将“家庭小农户经济”称为是阻碍商品（市场）经济

发展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的传统观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学者们进一步阐述了舒尔茨“理性小农”的观点：

中国传统的家庭小农户经济具有“类似资本主义”的特点
［1］（P1）

，也可以成为新生产方式的“孕育母体”，兼具自发的“竞

争、适应、转化功能”和“动态开放本质”
［2］（P3）

；家庭农场式的经营具有“效率最高、单产最多、技术吸收最快”等优点

［3］
；在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进程中，家庭小农户经济实是市场经济网络中的一个个“网眼”，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的市

场主体，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内驱力”与“活水源头”。
［4］（P368-369）

 

本文基于毛泽东1930年所作的著名《寻乌调查》及其他史料，以位处中国东南腹地赣闽粤三省交界的清末民初江西寻乌农

村为研究个案， 立足于遍布于城乡的墟镇与商道这组商品交换平台，从家庭小农户的农业生产、兼业打工经商、日常生活和市

场网络中的农民身影等视角， 全方位展示清末民初寻乌家庭小农户与市场经济的多向互动，并以此为典型个案，进一步佐证将

家庭小农户经济“静止”为“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深陷的学术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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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生产与市场的密切联系 

尽管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特别强调，清末民初寻乌的农业生产总体处于传统农业社会阶段， 但作为受到近代商品经济

不断冲击的地区， 与传统商品经济共生共存的寻乌农村家庭小农户经济从农业生产基本要素的配置， 到土地租佃地租率的竞

争博弈，再到农产品的流通，都无一不与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土地、资金、劳动力、劳动工具等生产要素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基本资源。在农业生产实践当中， 家庭小农户首先要解

决的就是如何配置自己的生产要素。从史料可以看出，清末民初寻乌家庭小农户对于上述生产要素的配置即是通过市场机制来

处理的， 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土地要素流转通过市场实现优化配置。在清末民初的寻乌农村， 作为农业生产基础性要素的土地之佃、典、卖，都体现了

市场化配置的特点。例如，在寻乌全部农村土地中，公共土地占40%，占全部农村人口总数不足8%的地富阶层占有土地的30%， 占

人口总数90%以上的农民仅有30%左右的土地。
［5］（P105）

 这也使得当年寻乌地权占有严重不均， 许多农民都缺乏赖以维生的

土地所有权。然而，在地富阶层受近代商品经济刺激而普遍逐利工商经济大潮的情形之下，全部公共土地、绝大多数的地富占

有土地，以及部分中农自耕农因距离家中较远或耕作不便而出租或佃入的土地， 都是通过当时边区较为盛行的土地租佃制度及

其市场化运作进行的， 也促使土地与家庭小农户的劳动力资源实现了优化组合， 从而既为缺地少地的农民维生提供了重要条

件， 也实现了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农地生产效率的提升。
［6］

 再如， 在寻乌农村，以土地典当（包括“过手典”和“不过

手典”）和“卖绝”为主要形式的地权流转，也是在市场规范下并借助于市场交换来完成的。而随着市场供求、土地肥沃程度

上下浮动的田地典卖价格， 则进一步凸显了土地资源市场化流转配置的特点：典当坑田每石租为15元，塅田20元到25元；售价

坑田每石租17元到20元，塅田每石租30元到40元。
［5］（P143-144） 

农业生产的人工投入依靠市场调剂。众所周知， 在不增加土地面积和提升农业科技投入的情况之下，投入更多的人工和“精

耕细作”，就是传统家庭小农户普遍用来提升农业单产的主要方法。同时，农业生产的周期长、季节性强和劳动强度大等特点， 

也决定了农业生产需要通过市场机制调剂其人工投入。具体看清末民初的寻乌农村：家中或多或少带耕了“十几二十石谷（田）”

的大中地主，农忙时节通常需要雇请一个长工帮忙，具备“万户”身家且人丁单薄者则要雇请两个长工才足以应对基本的农业

生产所需
［5］（P124）

；除了大中地主要雇请长工、短工帮忙之外，“新发户子”（小地主中的一种）在农忙时期，也多需要雇

请零工或雇工帮忙； 即便终日劳作于农田的一般农民，出于“追赶农时”等需要，也可能有着雇请人工（部分是相互“换工”

劳作
［7］（P412）

）帮忙的需要。上述农业生产中相应人工的投入，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互助的性质， 但其既是在市场交换原

则规范和影响下进行相应人工补充或置换的，也与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紧密相连，特别是地富阶层雇请长工、短工、零工等帮

忙，都是要“出工钱的”
［5］（P143）

，更是集中体现了其与市场的紧密联系。 

牛力、种子和劳动工具等生产资料需借助于市场调配。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对于当时占全部农村人口70%之多的贫苦

农民生产资料状况的扫描， 实际上就揭示出了短缺时代寻乌农民各类农业生产资料普遍缺乏的现实： 贫民中的境况最好者（半

自耕农），土地也“不够使用”；贫农中人口的最多者（占贫民总数60%的佃农），虽无自己的土地，但大多数有自己的牛，部

分家庭甚至有两到三头牛；佃农中的穷困者，同样无土地，但犁耙等生产工具“多窳败”，本钱很少，牛则是几家共养一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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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替地主饲养，自己仅能“定得一爪子”；至于贫民中的最穷困潦倒者，则是无地、无本钱、无牛力、有犁无耙，甚至借米借

盐都是常有之事。
［5］（P132-133）

在如是情形下，为了保障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开展，牛力、种子及其他农业生产必备工具， 就

需要借助于市场的借贷来调配。例如，在当时的寻乌农村，贫民“为了莳田”，到了农历三月要借稻谷做种子。再如，农忙时

节，缺乏牛力者要向亲友或地富租借牛力来耕田；缺乏或生产工具“窳败”的农民， 则还需要租借或购买相应生产工具从事农

耕生产。
［5］（P133、P147） 

（二）市场机制中的地租博弈 

土地租佃的市场化运作及租佃双方在市场机制影响下的多元竞争博弈， 使得清末民初寻乌农村土地租佃的地租种类变化、

地租比率的确定以及高低波动，都深深刻上了市场的烙印，也凸显了地租博弈与市场交换的密切联系。 

1.地租的种类 

与学者们对于整个赣南闽西农村地租调研的普遍结果相一致， 清末民初寻乌农村土地租佃的地租也基本是以实物地租为

主， 货币地租并不占主体地位。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当年寻乌农民所缴纳地租，实物地租（谷物）占80%，按谷物价格折钱

交租的“货币地租”占20%。而从《寻乌调查》可见，当时寻乌农村土地租佃还存在一些名目的“附加租”。例如，地主将田批

给佃农耕种，五年一批的单批每石租收“批头钱”一毛，十年一批的双批则收两毛或三毛；再如，当时佃农承租地主土地， 要

每一年或两年给地主送一只“田信鸡”，双桥区佃农每年还要请地主吃一顿“田东饭”。
［5］（P140-141） 

2.地租比率的博弈 

清末民初寻乌农村土地租佃的地租比率，尽管被有的学者认定为在50%—56%之间
［8］（P150）

， 但依据对于当年寻乌地租比

率的重新估算， 如果将在当时农民维生中具有关键作用的土地“副产”（番薯、芋头等杂粮）纳入土地总产量计算，“实际地

租率” 就只有33%—37%。
［9］

另据我们在寻乌的反复实地调研， 清末民初寻乌农村，各地仅有肥田的地租比率在50%及以上，

贫瘠之田、山田则因无人愿耕而只收20%甚至于更少的地租。
［10］ 

定格于当时寻乌土地租佃双方的地租比率博弈场景，其一，虽然土地收获采用“见面分割”之法，原定双方各半，“名义

地租率”为50%，但遇有“撮谷种”之情形，佃户会在双方分割前先撮出一部分补偿因留秧田而来的损失。此种情形之下的地租

比率，即便只计算“正产”，也明显会低于50%。其二，分享土地收获采用“量租制”分成之法的，主佃双方原本约定分获正产

的5.6与4.4，但出于佃户“穷困日多”的状况和彼此利益的休戚相关， 双方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多按5:5的比率分享正产。其

三，尽管在“定额租制”下， 主佃双方原已商定分成比例、租谷质量及“半荒无减”等，但在农业生产遭遇灾荒或歉收之际，

双方最终多是“精冇照分”。
［5］（P136-142）

这种情形下主佃双方权衡实际的地租博弈， 地租比率即便按正产计算也不会超过

50%。其四，在客家民系聚族生活的寻乌农村社区， 那些当时宗族民众很可能“都有份儿”的社区“公田”是被出租土地的主

体部分， 本族人或村中邻里承租耕种该类“公田”，还通常能照普通地租比率享受到“一至二成”
［11］（P595）

的优惠。上述

情形的博弈，便使得当年寻乌全县原本呈4:6之势的“见面分割制”与“量租制”，最终还是正产的各得半壁江山，甚或要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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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产的50%以下。 

3.市场变化导致地租比率高低波动 

19世纪60年代潮汕地区的开埠， 使得寻乌因扼守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及其商品经济腹地商贸孔道而商品经济日渐兴盛，获利

“更为丰厚”的工商经济也不断刺激和吸引着社会各个阶层争相逐利其中。这样，承租“公田”与地富的土地求取生存发展保

障就不再是农民维生的唯一首选方式， 从而也使得土地租佃制度盛行下的当时寻乌农村土地租佃比率， 因受到市场供求等机

制的影响而一度呈下降态势。 

进入民国之后的寻乌， 因长期受到战乱等的影响而使传统商道被堵塞， 这也使得民众的外向型生存发展选择受限， 民众

对土地的依赖性转强， 从而也同样因市场供求状况转换而致使地租比率呈攀升之势。至苏区革命前夕，寻乌农村土地租佃的实

际地租比率便由33%—37%上升为38.5%。
［9］ 

（三）农产品流通依赖于市场交换 

《寻乌调查》中对城乡市场上众多农产品的罗列，在说明当时寻乌城乡商业繁盛的同时，也突出体现了其流通与市场交换

的紧密联系。 

首先， 寻乌的农村圩场与县城市场充斥着各类农产品。循着毛泽东当年调研时的视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在当

年寻乌吉潭、牛斗光、留车、寻乌县城、澄江、石排下等六大重要市场，还是在岑峰、篁乡、三标等普通小圩场，大米都是其

中主要售卖的农产品和商品之一，且毫无疑问地成为第一大生意；而柴火、猪肉、猪子、鸡鸭、竹木器、各类小菜、鱼、水果

等农副业产品，都是“不小的生意”，也在当时寻乌城乡圩场生意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5］（P94-96） 

其次，农产品在寻乌城乡出口货物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从表1可以看出，大米、茶叶等农产品不仅是当年寻乌最主要的对外

出口货物，还主要是通过境内外市场来解决其流通问题的。例如，在农地收获物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大米，除了供应给城乡居民

食用之外，便主要是销往福建武平和广东平远、梅县等缺粮的邻近区域；茶叶则80%以上销往广东兴宁，向梅县输出的不足20%；

木头的出口，基本上都是本地木材商贩协助广东龙川商人收购，销往龙川市场。
［5］（P52-54）

。 

再次， 在当时寻乌城乡进口及商道通过货物中，农产品也居主要地位。油、豆、米、鸡、牛、猪等主要农产品是当时通

过寻乌商道， 挑往寻乌各地市场或是广东梅县等地发卖的“大宗”。以茶油的进口为例， 寻乌进口的茶油主要来自于兴国

等地， 仅澄江圩每年进口的茶油价值即高达十五万元左右。而牛的买卖，除了给寻乌当地政府带来丰厚的抽税收益之外， 还

使得原本无牛的寻乌县城出现了“每月逢一”（即农历的初一、十一、二十一开市）的“牛岗”，从而既解决了农业生产对

耕牛的需要和市场对肉牛的需求，也带来了寻乌年均至少 132 800 元的牛市生意。
［5］（P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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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上述内容，清末民初寻乌的农业生产，从要素的配置，到市场交换的地租博弈，再到农产品的流通， 都处于市场交换

和商品经济的裹挟之中， 从而也为农民于无处不在的市场当中多元兼业与打工经商奠定了必要基础。 

二、市场中的兼业及打工经商 

清末民初的寻乌农村，因人地矛盾尖锐、地权分配不均， 使得农民难以停留在土地等传统农业生产空间谋生； 再加上近

代潮汕地区开埠及商品经济勃兴的刺激， 便使得家庭小农户在勤力农耕求取基本生存保障的同时， 积极探索出了外向型工商

兼业， 努力打工经商的谋生路径， 从而进一步拓展了自身的生产发展与生活空间，也不断加深着其与市场的紧密联系。 

（一）兼业打工常态化 

耙梳相关史料可见， 在清末民初寻乌贫困小农所从事形态多样的兼业活动当中， 奔忙于传统商道和圩场充当挑米、挑盐、

挑豆、挑油、挑杂货等的脚夫苦力是农村青壮年强劳动力进行兼业的最普遍方式；一根扁担、两条绳索或两个箩筐即是他们谋

生的重要工具。在水、陆运输多靠“活人的肩胛”的清末民初，农闲之际的贫苦农民纷纷受雇于各类雇主，从事挑运、搬运等

工作，构成了当时奔忙于赣闽边省际商道“苦力”中的主体。因而，在当时的寻乌城乡纵横数百公里的繁忙省际商道上，与南

来北往的货流、物流紧紧相随的，便多是兼业讨生活的贫苦农民们。他们绝大多数是出卖劳动力， 帮助老板挑运商品（米、盐、

油、豆、杂货，也包括活的牲畜）南来北往，或是做排夫、船工、搬运工等赚取脚力钱。 

尽管确切的农民兼业数据无从统计， 但从文献的相应记载中我们并不难窥测到清末民初寻乌农民兼业大军之浩荡。毛泽东

便估算指出，仅是通过寻乌商道的挑脚夫数，自安远挑鸡鸭等至梅县发卖而途经寻乌商道的日均100人以上，从石城、瑞金挑米

至梅县的日均300余人
［5］（P48-49）

；在寻乌罗塘至福建武平下坝之间， 以及连通广东兴宁、平远与寻乌篁乡的商道上，兼业

奔忙的各类脚夫苦力们更是“如同蚂蚁牵线”
［12］（P2-7）

，不绝于途。而据我们对包括寻乌在内的赣闽边区的反复调研，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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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人（出身农民家庭者）几乎都做过挑夫苦力，他们多同时兼营小额的油盐、米盐或是日用杂货等的贩卖小生意，仅少数人

是专门替别人挑担的挑脚夫。 

尽管贫困小农充当“挑夫苦力”奔忙于省际商道辛苦异常，甚至还有“性命之忧”
［13］（P94）

，但作为其发展外向型兼业

及寻求生活补添的重要方式， 如是选择既丰富了农民们的生产发展路径， 也使得贫困小农的身影得以多元活跃于当年寻乌城

乡的市场网络当中。 

此外，在农忙时节和农闲之际，受雇于各类雇主的短工或零工从事的多种打工行为， 都是一种市场交换的兼业， 也是农

民适应市场需求常态化兼业的重要体现。如贫民多在农忙时节帮助地主从事犁地、收割等工作，农闲季节则主要通过帮地主摘

木梓（茶子），帮助地主富农做房屋、冬翻土地以及处理婚丧嫁娶等急情大事的方式打短工或零工， 兼取家庭农业收获之外的

收入以补家用。据调查，兼业等杂收占到了贫农家庭收入的1/3。
［5］（P170） 

（二）家庭手工业的延续发展 

由于毛泽东当年的调研对于寻乌城乡的商业状况格外关注，因而其《寻乌调查》文本对于寻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城

乡商品市场的繁荣也有着较为全面的揭示。 

其一，手工产品充斥寻乌城乡市场。例如，寻乌城的木器店便向城乡居民供应着多种生活用具。常见的有台、凳、椅、桌、

床铺、脚盆、招牌等生活用具，以及学校使用的黑板、课桌椅等木器。再如，工农贫民要使用到的便板子、提桶、水桶、饭甑、

菜板等也多是从“插花”圩期的圩场上购买。
［5］（P83-84）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年寻乌贫困小农向家庭手工业的拓展， 在为其

通过家庭手工业品带来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当年寻乌城乡市场商品的种类， 满足了民众生产生活的

多样化需求， 从而有力地助推了当年寻乌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其二，寻乌城乡手工业者人数众多、行业分布广泛。在寻乌城2700余人口中，手工业者（包含手工工人、手工业主和商店

店员在内）便多达297人，比例高达11%。行业分布则是遍及缝纫店、黄烟店、酒店、伞店、爆竹店、理发店、木器店、豆腐店、

首饰店、洋铁店、修钟表店、屠坊店等；而在农村地区，农事闲暇时的农民也能兼做各类手工产品（各种圆木和竹器）， 如饭

甑、锅盖、桶子、水勺、脚盆、尿盆、竹椅子、簸箕、米筛、竹篮子等，有些农民甚至还能做台、凳、椅、桌等技艺要求更高

的手工品。［5］（P99、P170） 

其三， 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与手工业品的更新。梳理《寻乌调查》及相关史料可见，在近代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 寻

乌传统家庭手工业及其产品除了部分破败之外， 还展现出与时俱进、发展更新的一面。例如，裁缝店做衣服，1920年前一概采

用手工制作，十年之后变为“用机器的13家，手工仅3家”；衣服的式样，则在短短的3年（1920—1923年）之内，就由兴“破

胸、方角、大边的上海装”转为流行“七扣四袋身很长的广州装”了。再如，伞店制作洋布伞，木器店采用进步样范制作木器，

“乃社会需要的” 打洋铁店从无到有
［5］（P79-93）

，既说明了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需求， 也体现了家庭手工

业及其产品在继承原有技艺和样式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更新与进步。 

需要看到的是，作为城乡商品（市场）经济繁荣重要标志的手工业的发展， 既与农民中的强劳动力兼做挑夫、苦力相辅相

成合理利用了小农户家庭的剩余劳动力资源， 也为他们实现多元兼业、打工经商，以及推动城乡商品经济的繁荣产生了积极影

响， 从而也将家庭小农户与商品市场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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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身商海闯江湖 

清末民初寻乌城乡商品经济的勃兴， 有效刺激了市场对于各类商品的需求，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为家庭小农户从事贩卖

小生意、投身商海奠定了必要基础， 从而助其不断丰富多层次谋生致富的选择。 

首先，走村串户“敲糖子卖”等，从事较低层次商业活动， 为寻乌底层农民参与商品经济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寻乌

调查》中，毛泽东便对当年寻乌农民以此种方式参与市场竞争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具体例证，一是兴宁人罗义成，本是穷苦农

民，早年就来到寻乌县城及四厢“敲糖子卖”，并由此发财致富，最终累积了千元资本，在寻乌城稳稳当当做起了老板；另一

是当时寻乌唯一“现存举人”———古鹿苹（雇农之子），小时候因家庭穷没饭吃， 便时常提个小篮子走村串户卖小口（糖子、

荸荠、咸萝卜等）以换取微薄收入。
［5］（P63、P163） 

其次，依据市场需求兼营农副产品小生意，是清末民初寻乌城乡农民贴补家用及参与商品经济的重要表现之一。在当年遍

布寻乌各地农村形态各异的圩场中，农民多会依据自身家庭劳动力状况，顺应市场需求变化灵活从事各类小生意：其一，农民

将平日节省下来的米加工成各类“米果”，在逢年过节之际，尤其是“会景”（迎故事或打蘸，均为客家传统习俗）的时候，

卖“板子”（即米果，有软板子、铁练板、铁勺板、豆子板、油果、糖板子、鱼子板、苎叶板、番薯板、印子板等多种）的农

民便会来回穿梭于城乡市场之间；其二，有粮食剩余的农民，在农业生产青黄不接、米价高涨之际，将米挑至市场发卖以赚取

高额季节性差价；其三，缺乏本钱做小买卖者，则主要是上山砍柴火、种植各类小菜（芥菜、芹菜、藠头、苦瓜等）或蓄养鸡

鸭等挑至市场发卖；其四，寻乌各地按照农历“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开市的“插花”圩期，因“日日有圩、天

天有市”而使得农民能够随时入市。《寻乌调查》所提及的潘登记、何祥盛、刘恒泰、范老四等水货摊子，“并没有开张门面

的店”，而是一四七圩期在县城摆摊经营，三六九圩期赴吉潭设摊赶圩。
［5］（P77-95）

此外，在寻乌各地农村社区， 还活跃着

众多半营生意半营农业的小店铺。如《吉潭镇志》便记载，清末民国时期， 该镇人口密集的村庄有多达上十家这样的小店。这

些小店主要面向本村民众，本钱仅需十余个银圆和一间小房子，主要售卖香纸、蜡烛、鞭炮、油盐糕点等，这样既可赚钱贴补

家用，又方便了邻里。
［14］ 

再次，强劳动力农民在兼业做苦力的同时，从事长途贩运兼营小生意， 既丰富了其维生的手段，也助其投身商海。因自身

资本的缺乏，当年赣闽边地区强劳动力农民兼业主要是出卖苦力替商家或店铺挑运货物， 或是在石排下、澄江、寻乌城、罗塘

等上下货物的地方搬运物资。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挑运辛劳后， 他们或多或少累积了一定的“血汗钱”。当这些钱被兼业农民

用来贩卖食盐、布匹和土特产等商品挑往寻乌城乡自行发卖时，便转化成了商业资本，既能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升值利润， 也使

得兼业农民进一步地与商品经济活动捆在了一起。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所特别提及的，水货杂货店店主张均益，最初即由

做挑夫苦力累积资本，而后借助于五六年来不辞辛劳地帮寻乌城商人挑米、香菇等商品去梅县， 转而自己贩卖一些布匹、咸鱼、

盐以及杂货等商品回寻乌城发卖的方式进一步增殖资本， 最后才在寻乌城开设起店铺经营水货、杂货生意。
［5］（P77） 

最后，成为商家商户，专事工商业经营或以此维生。梳理《寻乌调查》及相关地方志史料可见，农民在累积或借贷到了

一定资本之后，基于自身已经或即将脱离农业生产耕作的现实，他们多会在城乡市场或墟镇设摊开铺， 成为商家商户， 这

既为他们的生产发展拓展了维生的空间， 也在事实上成了当年寻乌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寻乌调查》

文本所列举的杂货店主罗义成、药材店主王普泰、伙店店主刘步权，就是此方面的代表。
［5］（P63、P78） 

此外， 清末民初寻乌地富阶层的商业性质表现尤为突出。他们本身即是由农民力作致富或经营小商业致富上升而来，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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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自身经济社会状况上升流变之后， 他们中有的坚守着以原有耕种土地求生存的传统维生选择， 也有的加工米子发卖或放

债给贫苦农民， 还有的积极顺应商品经济发展潮流，竞相逐利于“获利更为丰厚”的工商经济大潮。即便是当年已经成为寻乌

全县最大地主的潘明徵，在发家之初，仅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区区80余石（20亩）谷田，与一般中农并无本质区别。
［15］ 

其能实

现自身经济社会状况的巨变，便是在坚持力农致富的同时，顺应商品经济潮流， 灵活借助于市场网络的延伸及其所提供的诸多

发家致富机遇， 广泛聚集社会财富，从而不断跻身农、工、商、学等行业，最终也得以成就传奇人生。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贫困小农兼业及打工经商的初衷在于“添补”生活所需，但上述行为的发生和完成， 不仅满足和保

障了他们的基本维生需求，也在事实上加深了其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等与市场的紧密联系， 从而既使家庭小农户的生产发展处

于市场经济的紧紧包裹之中，也因其向上发展而为现代城市的发展孕育了必要的工商资本。 

三、日常生活与市场密不可分 

清末民初寻乌农村广大农民时常遭遇的“禾头根下毛饭吃”困境，以及近代商品经济勃兴刺激下其多元兼业及打工经商的

外向型发展路径， 造成农民日常生活所需对于商品市场的依赖日深。 

（一）日常吃穿通过市场调剂 

聚焦清末民初寻乌城乡大小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商品， 以及农民从市场上主要购买的盐、米、油、豆腐、衣饰品等消费品可

见，不仅“远道而来”的各类洋货需靠市场供应，而且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品也主要靠市场调剂。 

例如， 寻乌本地不出产的食盐是农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 也是当年寻乌城乡市场最重要的商品。因此， 仅有2700余人

的小小寻乌县城，却有着“汇通”、“新发昌”、“韩祥盛”、“周裕昌”和“万丰兴”等五家盐店。据毛泽东调查估算， 这

几家盐店生意做得多的可年收入大洋两万余元，少的也有六七千元的收入，五家卖盐生意合计年收入十万元左右。
［5］（P58）

再如，尽管大米在清末民初寻乌对外出口农产品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 但这并不意味米生意在寻乌城乡市场的“失宠”。

《寻乌调查》便显示出，农业生产力水平较落后的时期， 无地少地农民有限的农地收获在交租、还债之后，往往会面临“禾头

根下毛饭吃”的困境。换言之，当年寻乌城乡人口众多的无地贫民， 在多元兼业及打工经商等赚取生活来源之后， 也需从市

场上购买或借贷谷米， 这也正是当年寻乌农民从业选择与别的地方不尽相同， 以及大米成为市场主要商品之一的重要原因所

在。 

此外， 当时寻乌农民通过市场购买各类衣饰物品， 也体现了其日常生活与市场的紧密联系。寻乌城乡市场上品种齐全、

色彩丰富的土布、竹布、竹纱、绸缎、呢绒、夏布等，是民众衣料的主要来源。产自杭州的绸缎中的华丝葛、纺绸等，更是受

到了城乡妇女的青睐而变成了“每个女人都有”的头帕。
［5］（P62） 

（二）贫困小农仰仗市场借贷 

纵观清末民初寻乌农民的生活境况， 前述诸多限制因素导致他们的生活时常遭遇困境，特别是进入民国之后赣闽粤边区的

长期战乱使得农民艰难摸索出的外向型兼业道路被堵塞，许多贫民在遭遇灾荒、婚丧嫁娶等大事急情，甚至于应对最起码的日

常生活所需， 都不得不仰仗市场机制下的借贷来解决。 

具体而言，一般年景，贫民承租地主土地所得农地收获尽管相对有限，还要受到地租、债务等的分割， 但其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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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能有限度地满足贫民短时间内的基本生存需求。这样，贫民只有在农历三月要莳田之际， 或是农历四五月青黄不接时节，抑

或是过年过节，才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向公堂及地主富农借谷（米） 或借钱买谷（米）；但在非正常年景，即农业生产遭遇灾荒，

或是贫民家庭遭遇婚丧嫁娶等大事急情之时，贫民维生就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宗族公堂或地富阶层， 通过市场机制寻求钱物等

方面的借贷救助。至于盐、食油、谷（米）以及农业生产工具犁、耙等实物的借贷，不仅本身多是商品或依赖市场供给， 而且

其借贷利息的计算和偿还都是依据市场行情或利率进行的。 

尽管上述借贷行为可能未必完全是由市场主导，但从其借贷的发生到完成，无不浸润着市场因素的影响， 且其借贷利息的

高低时刻受到市场的影响并随其变化而上下波动。因此可以说， 市场经济实已对农民的生活空间形成了无孔不入的态势， 贫

困小农需要仰仗市场借贷赖以维生。 

（三）丰富生活依赖市场取得 

在谈及清初寻乌民性、风俗之时，当地文献多记载：“（吾邑）人民向称淳朴，勤俭是其本能，耐劳实出天性。”
［16］

（邑

俗）“布袍蔬食，不艳华丽；士敦操，尚惜廉耻；民力稼穑，女勤纺绩，燕（宴）会婚丧俭约，有唐魏之风。”然而，到了19

世纪末20世纪初，寻乌文献却多称当地风俗“（近今）稍尚侈靡，嗤朴素”
［17］

（卷二《风俗》）。具体到毛泽东所调研的清

末民初寻乌农村，即便是境况一般的农民，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追求丰富多彩的生活：当时的寻乌城乡，不论工农商贾，不

论贫与富，一律头上和手上戴着金银等装饰物，即便是再穷的女子，也都头发上插着银簪子，戴着银耳环；“稍微有碗饭吃的

女人”，则必定有手钏和戒指。如是风尚，也使得小小的寻乌县城却同时经营有七家首饰店。在社会用伞方面，凡属“后生家”

和“嫩妇女子”，不论工农商学何种出身，差不多一概都撑洋伞，而不再喜欢原来用的纸伞了。
［5］（P92、P82） 

考究上述寻乌社会风俗及农民生活变化之原因不难发现，19世纪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开埠， 以及沿着寻乌城乡商道不断涌

入的大量物美价廉的近代工业品充实了寻乌城乡商品市场， 从而较大地丰富和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是其重要诱因。尽管当年寻乌

农村的一般农民基本维生都显艰难， 日常生活也仍承袭着俭朴的传统，但随着城乡市场商品的不断充裕，农民生活所需对于市

场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 其日常生活也正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而渐趋丰富多彩，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农民日常生活与商品市场的

密不可分。 

总之，与前述贫弱小农发展农业生产、兼业打工等与市场联系密切并无二致， 清末民初寻乌家庭小农户日常生活的方方面

面也都始终浸润着商品（市场）经济的深刻影响。 

四、家庭小农户：寻乌商品经济的“活水源头” 

清末民初时期， 包括寻乌在内的赣闽粤三边农村普遍面临着人多地少的矛盾， 深处山区的寻乌农户，更是无法仅靠土地

产出维持生活。但从前文所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寻乌的家庭农户表现出了吃苦耐劳、勤俭自励、发家致富的优点，他们本身

就具有市场基因；加上潮汕开埠后对农户经济意识的影响， 使得寻乌的家庭农户在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都与商品经济有着紧密

的联系， 并且推动了寻乌境内外商道及市场的构建。在当时，就寻乌内部市场联系而言，吉潭、牛斗光等几大重要市场， 以

及遍布寻乌城乡的24个主要农村圩场
［18］

，将寻乌全境串联成了一张彼此相连的大网；就其与外界联系来看，位居重要商贸孔

道地位的寻乌城乡在事实上勾连着赣闽粤三省的省际商贸，南下广东梅县、福建武平，北上筠门岭、瑞金等地的货物客流多需

在寻乌境内中转或需要借助寻乌商道通过。正是在这纵横交错的传统商道和星罗棋布的墟镇所架构与串联起来的巨大境内外市

场网络当中，出于求取最基本生存发展保障的本能需求， 被视为亟待“阳光”与“雨露”滋润的“马铃薯”们
［19］（P6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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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以此起彼伏的身影、前仆后继地为着美好幸福生活挥汗洒泪， 从而在其身影活跃市场网络的同时， 也有力助推了当年寻乌

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前行。这也造就了《寻乌调查》中所展现的寻乌（尤其是县城、吉潭、澄江等地）商品经济的繁荣景象，

换言之，即家庭小农户是当时寻乌商品经济的“活水源头”。 

清末民初寻乌农村的个案充分表明， 家庭小农户经济不仅不会阻碍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本来就是商品经济的“活

水源头”与创造者；同时，立足发财致富的家庭农户经济，其发展也须臾离不开商品经济。以墟镇与商道及其向外延伸的市场

平台， 家庭农户经济与商品经济形成多向互动，两者高度契合，融为一体。显然，将家庭小农户经济“静止为”阻碍商品（市

场）经济发展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的传统观点，不仅错谬百出，而且也割断了家庭小农户与商品经济“须臾难离”

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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